
论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的阶段性

（张昌平 教 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青铜器的发展阶段，多与历史朝代不

相吻合，也往往不同于考古学文化的分期。 早

在 20 世纪 30 年代， 郭沫若就将中国青铜时代

分为殷商前期的滥觞期、晚商至西周早期的勃

古期、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的开放期、春秋中

叶至战国末的新式期

[1]

。 这样的认识框架，一直

被青铜器研究者所认同

[2]

。 可见青铜器的变化

与王朝更替不完全同步，是很明确的。 另一方

面，我们目前对考古学文化的界定是基于陶器

而不是青铜器。 陶器发展的阶段性当然不等于

青铜器的，这一点也越来越多地为研究者所强

调

[3]

。 此外，青铜器、陶器的王朝属性，还取决于

对其所属文化性质的认识。 例如，过去相当长

一段时间，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分别被认

为属于商代早期和商代中期。 因此，我们研究

青铜器发展的阶段性，应该具有独立于朝代更

迭与考古学文化发展的视角。

青铜器是夏商周时期最重要，也是最有代

表性的物质文化材料。 青铜器发展阶段性研究

基于装饰、技术、铭文和器物群等层面的考察，

不仅关乎对青铜器发展的认识深度，更有助于

理解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和文明进程。 例如，

我们一般将二里岗文化视为商王朝的早期阶

段，如果明确了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则可

进一步评估商王朝初始阶段的青铜器生产能

力。 理解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两个阶段青

铜器的区别和联系，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夏商分

界问题的讨论。

对二里岗文化等早期青铜器发展阶段性

的认识，还涉及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 如果二

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与二里头文化青铜器基

本特征一致，则很难区别一件青铜器到底属于

上述哪一支文化。 例如《中国青铜器全集》将二

里头文化及具有类似特征的青铜器年代标识

为“夏代”，将一些稍晚的、主要属于二里岗文

化晚期青铜器的年代标识为“商早期”

[4]

。 相

反，宫本一夫等学者基于青铜器技术特征，认为

二里头 87ⅤM1 出土青铜器属于二里岗文化

[5]

。

87ⅤM1 出土的鼎、斝，一般被当作二里头文化

标志性青铜器。 这样颠覆性的观点，更说明对

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阶段性总结的必要性。

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年代框架，二

里岗文化早期从公元前 16 世纪延续至公元前

14 世纪约 200 年

[6]

，这样长的时间差不多相当

于青铜时代晚期的一个阶段，应该涉及较多的

青铜器发展问题。 不过，过去学界对此阶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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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器讨论不多，对其发展阶段性的认识也有分

歧。 苏荣誉将早期青铜器的发展对应于考古学

文化，将青铜器较早的发展阶段划分为形成期

的二里头文化、勃发期的二里岗文化、鼎盛期

的殷墟至西周早期

[7]

。孙华将二里岗文化早晚两

个时期分别划归不同阶段，即形成期的二里头文

化时期及二里岗文化前期、 发展期的二里岗文

化晚期至殷墟早期

[8]

。

以上情况说明，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的

阶段性是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日渐丰富的考

古材料则为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成熟的条件。

一

对于二里岗文化及其前后的青铜器，学者

们过去多有关于其年代的讨论

[9]

。 朱凤瀚进行

了总结性梳理。 他以同出陶器和层位关系为判

断依据，逐一讨论了郑州商城及周边地区墓葬

出土青铜器的年代， 将其列入二里岗下层一、

二期和二里岗上层一、二期的分期框架

[10]

。在青

铜器阶段性特征明确之前，先根据考古学文化

的外在条件判断青铜器年代属性的做法，无疑

是合理的。

基于学者们的讨论成果，以下列出二里岗

文化早期具有同出关系的单位和青铜器。

郑州商城过去发现的二里岗文化早期青

铜器，较为集中地体现在《郑州商城》中

[11]

。按照

《郑州商城》的分期，郑州商城墓葬中年代明确

属于二里岗下层的有 36 座，其中青铜器墓葬 3

座，均属于二里岗下层二期。 属于二里岗上层

一期的有 87 座，其中青铜器墓葬 30 座。两期青

铜器墓葬的数量，反映出郑州商城城市的动态

变化， 也反映了青铜器发展情况。 关于 3 座二

里岗下层青铜器墓葬的年代，C8M32 根据陶器

判断，C8M7、C8YJM1根据青铜器特征判断。

C8M32 位于郑州商城东北部的宫殿区东

北，方向 98°。墓葬长 1.8、宽 0.5 米，随葬器物有

青铜爵、斝各 1件，陶鬲、斝、豆、器盖各 1件。青

铜器中 M32 ∶ 2 爵， 腰部饰三周弦纹。 流尾长

15、高 15.6 厘米。 M32 ∶ 1斝，器壁较薄，近四棱

形锥体空足， 腹部饰两周弦纹。 口径 17.2、高

24.5 厘米。

C8M7 位于城垣内东北部， 西南距 C8M32

不远，方向 35°。 墓葬遭严重破坏，只残存西北

角，残长 2、残宽 1.3 米。 墓底铺有朱砂，随葬器

物包括青铜爵 3 件、斝 1件、戈 1件，玉戈 2 件、

柄形器 4 件，圆陶片 1 件，骨器 1 件，贝 100 余

枚。青铜器中斝未有报道。 出土爵中，两件器形

一致。 M7 ∶ 2 爵，饰两周弦纹。 流尾长 17、高 17

厘米（图一 ∶ 1）。 M7 ∶ 3 爵，饰两周弦纹和一周

圆圈纹，流尾长 14.5、高 14 厘米（图一 ∶ 2）。

C8YJM1与上两座墓葬分布在同一区域。 墓

葬被破坏，随葬器物有青铜爵、盉各 1件。 爵未报

道。 M1 ∶ 2盉，颈部饰三周弦纹。 通高 21.7厘米。

在位于郑州西南的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一

座墓葬 M49

[12]

。 墓葬长 1.7、宽 1 米，随葬器物

有青铜爵、斝各 1 件。M49 ∶ 2 爵，饰六周弦纹，

其中下腹的三周弦纹夹两周圆圈纹。 高 15 厘

米。 M49 ∶ 1斝，素面。 口径 15.6、高 23.2 厘米。

在位于郑州西郊的荥阳西史村发现一座墓

葬M2

[13]

。墓葬长 2.06、宽约 0.7 米，方向 358°。随

葬铜爵 1件，陶鬲、盆、罐各 1 件。 M2 ∶ 1 爵，素

面。 流尾长 14、高 13.5 厘米。

《河南出土青铜器》 著录了两组有同出关

系的青铜器

[14]

，报道没有说明是否为墓葬所出。

一是 1975 年登封袁桥出土的爵、斝各 1 件。 其

中爵上腹饰弦纹和圆圈纹， 下腹饰细线兽面

纹。流尾长 13.6、高 14 厘米。同出斝腹部饰三周

弦纹，口径 16、高 23.6 厘米。 二是 1976 年中牟

黄店出土的爵、盉各 1件。 其中爵流尾长 14.2、

高 14.5 厘米。 同出盉高 25 厘米。 黄店的爵、盉

图一 郑州商城 C8M7 出土青铜爵

1. C8M7 ∶ 2 2. C8M7 ∶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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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饰细线兽面纹，这也是最早的多件容器同时

出现兽面纹的单位。

黄陂盘龙城是二里岗文化前后商王朝设

置在长江中游地区的中心城市，其年代最早的青

铜器墓葬是杨家湾 M6

[15]

。 M6 是一座南北向墓

葬，墓坑遭破坏。墓底长 2.3、宽 1~1.16 米。随葬

器物有青铜鬲、爵、斝各 1 件，玉戈 1 件，陶罐 2

件、鬲 1件、盉 1件，其中陶盉器形仿铜器。青铜

器均残破，只有鬲可测量尺寸，其口径 15.2 厘

米。 鬲、爵、斝分别饰斜向弦纹、兽面纹和弦纹。

发掘报告认为墓葬年代在二里岗文化早期。

2022 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在山西绛县西

吴壁发现并发掘墓葬 16 座， 根据墓葬分布和

随葬器物中陶器的关联，这些墓葬年代基本属

于二里岗文化早期

[16]

。 墓葬中随葬青铜器的包

括 1 座大型墓和 4 座中型墓。 大型墓为 M16，

墓葬长约 3.6、宽约 2.4 米，方向 180°。葬具为一

棺一椁，殉人 2 具。 随葬青铜鼎、爵、斝各 1 件

（图二 ∶ 5~7），陶盆 3 件、瓮 1 件、缸 1 件，玉器

1 件，漆器 2 件，海贝 54 枚，以及镶嵌绿松石

器。 青铜器中，鬲腹部饰弦纹夹圆圈纹，口径

17.6、高 20 厘米；爵饰以圆圈纹为边栏的兽面

纹，口径 20、高 19.2 厘米；斝口径 16.6、高 24 厘

米。 中型墓已报道出土青铜器的墓葬两座，其

中 M8 墓口长 2.25、宽 1.05米，方向 172°。 随葬

器物有青铜爵 1 件、斝 1件、刀 1 件、镞 3 件，陶

鼎、鬲、盆、瓮、环各 1 件，玉器 2 件，骨镞 2 件，

串饰 1组。 青铜爵腹部饰三周弦纹，口径 12.6、高

14.4 厘米；斝腹部饰两周弦纹，口径 15、高 23.3

厘米。 另一座中型墓 M15 墓口长 2.59、宽约 1.1

米，方向 185°。 随葬器物有青铜鼎 1 件，陶鬲、

爵、斝各 1件，海贝 63 枚。青铜鼎腹部饰三周弦

纹，口径 20、高 25.6 厘米。

以上遗存中，西吴壁墓葬出土的陶器年代

较为明确， 再根据青铜器与陶器的同出关系，

明确出土青铜器的墓葬也属于二里岗文化早

期。 其他地点的青铜器也被发掘者和朱凤瀚定

在二里岗下层二期，说明学者们对年代的认识

较为一致。

以下两座墓葬的年代较为重要，需略加讨论。

1997 年在郑州商城东北部的宫殿区发现

C8ⅡT166M6

[17]

。 墓葬方向 110°，埋葬人骨架 3

具，可能 1 具为墓主，2 具为殉人。 随葬器物包

括青铜鬲、盉、戈各 1件，陶项饰、圆陶片各 1件，

骨和蚌镞共 43 件。 青铜器中 M6 ∶ 1 鬲腹部饰

斜向弦纹，口径 17.8、高 24.5 厘米（图三 ∶ 1）。

M6 ∶ 2盉腹部饰三周弦纹，管形流和两侧的乳丁、

盉口在俯视时形成一幅兽面纹构图（图四 ∶ 1）。

盉高 23 厘米。 发掘简报根据二里岗文化早期

灰沟叠压在 M6 之上的层位关系， 认为墓葬年

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阶段。 朱凤瀚也

认为这座墓葬的年代在二里岗文化早期偏早

阶段甚至更早

[18]

。不过，这座墓葬和青铜器的年

代应该不会早到二里头文化时期。 一般来说，

早期青铜器如鼎、鬲等器形会受到同时期陶器

的影响，M6 ∶ 1鬲为瘦高的筒形，完全不同于二

里头文化四期而接近二里岗文化早期的陶鬲。

M6 ∶ 2 盉器形与二里岗文化时期同类器一致

（图二 ∶8），而与二里头文化盉明显不同（图二 ∶ 4）。

特别是 M6 ∶ 1 鬲上的斜向弦纹、M6 ∶ 2 盉顶部

的兽面纹，同类装饰在其他同类器中，都只见

于二里岗文化时期。 其中 M6 ∶ 2 盉顶俯视效果

的兽面纹， 过去只见于二里岗文化晚期同类

器，如盘龙城李家嘴 M2 ∶ 20 盉（图四 ∶ 2）

[19]

。

1987年在郑州陇海北二街发现 87C5M1

[20]

，

墓葬为东北—西南向， 随葬器物有青铜鼎、爵

各 1件，陶鬲、尊各 1件。 发掘简报认为墓葬年

代在二里岗文化早期，朱凤瀚认为应当晚至二

里岗文化晚期

[21]

。 M1 ∶ 4 鼎（图三 ∶ 2），腹部饰

细线兽面纹，口径 16.5、高 20.5厘米。 M1 ∶ 1爵

饰弦纹，高 14.5厘米。从随葬器物形制上看，M1

出土平沿低裆陶鬲与盘龙城杨家湾 M6 鬲器形

相近，青铜鼎、爵与二里岗文化晚期同类器有

所不同， 因此仍应将其年代定在二里岗文化

早期。

以上单位青铜器出土情况可归纳为表一。

以上墓葬所见青铜器的器类，计有鼎、鬲、

爵、斝、盉、戈，类别较少。 诸单位中，西吴壁 M16

随葬镶嵌绿松石器，并殉人 2 具，很明确是墓地

中等级最高者。 盘龙城杨家湾 M6 随葬玉戈，

■ 论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的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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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明其社会等级较高

[22]

。 郑州商城 C8M7虽

遭破坏但仍可见较大规模，随葬玉戈，等级应

该不低。 这几座墓葬的墓主，或是地方中心的

最高首领，或是政治中心较高级别的贵族。 他

们墓中随葬的青铜容器在 3~4 件，应该是当时

较高级别贵族可用的青铜器数量。 其他等级较低

墓葬出土青铜容器的数量在 1~3件，说明不同级

别贵族可用的青铜器没有量度级的差异，也说

明早期国家社会阶层层级不多。 综上，二里岗

文化早期贵族们或单独使用 2 件左右的酒器，

或将酒器与食器结合，使用 3 件以上的青铜器，

这基本上是当时贵族青铜器的器用情况。

二

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的阶段性，要对比

观察二里岗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青铜器来

图二 不同时期青铜器比较图

1. 二里头 87ⅤM1 ∶ 1 鼎 2. 二里头ⅦKM7 ∶ 1 爵 3. 二里头 87ⅤM1 ∶ 2 斝 4. 二里头 86ⅡM1 ∶ 1 盉 5. 西吴壁 M16 ∶ 2 鼎

6. 西吴壁 M16 ∶ 4 爵 7. 西吴壁 M16 ∶ 3 斝 8. 郑州商城 C8ⅡT166M6 ∶ 2 盉 9. 盘龙城李家嘴 M2 ∶ 35 鼎 10. 盘龙城李

家嘴 M2 ∶ 11 爵 11. 盘龙城李家嘴 M2 ∶ 10 斝 12. 盘龙城李家嘴 M2 ∶ 20 盉

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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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容器墓葬

及同出随葬器物登记表

墓葬 青铜器 玉器 陶器

郑州商城

C8M32

爵

、

斝 鬲

、

斝

、

豆

、

器盖

郑州商城

C8M7

爵

3、

斝

、

戈

戈

2、

柄

形器

4

圆陶片

郑州商城

C8YJM1

爵

、

盉

登封王城岗

M49

爵

、

斝

荥阳西史村

M2

爵 鬲

、

盆

、

罐

、

圆陶片

盘龙城杨家湾

M6

鬲

、

爵

、

斝 戈 盉

、

鬲

、

罐

2

绛县西吴壁

M16

鼎

、

爵

、

斝 盆

3、

瓮

、

缸

绛县西吴壁

M8

爵

、

斝

、

刀

、

镞

3

鼎

、

鬲

、

盆

、

瓮

、

环

绛县西吴壁

M15

鼎 爵

、

鬲

、

斝

郑州商城

C8

Ⅱ

T166M6

鬲

、

盉

、

戈 圆陶片

郑州商城

87C5M1

鼎

、

爵 鬲

、

尊

  

注

:

表中器物未注明数量者均为

1

件

,

斜体字表示仿铜陶器

。

理解（图二）。

二里岗文化晚期青铜器在郑

州商城和盘龙城都有多个单位、

数量较多的发现，也在今陕西、山

西、河北、山东、湖北、安徽等区域

许多遗址有所发现， 说明当时青

铜器使用广泛。 这一时期青铜器

器类有鼎、方鼎、鬲、甗、簋、觚、

爵、斝、尊、罍、壶、盉、盘等容器，

戈、矛、钺、刀、镞等兵器，以及锛、

斧、凿等工具。 这些青铜器来自包

括高等级贵族、 普通贵族等不同

社会群体，其中盘龙城李家嘴 M1

出土鼎、鬲、簋、觚、爵、斝、尊、壶、

盘等 22 件青铜容器， 李家嘴 M2 出土鼎、 鬲、

甗、簋、觚、爵、斝、尊、盉、盘等 19 件青铜容器，

以及 65 件兵器和工具，共 84 件青铜器，两座墓

葬的墓主应当是盘龙城最高首领。 当时地方贵

族这样规格的器用，表明青铜器生产已经有了

很大的规模和复杂的组织。 不仅如此，二里岗

文化晚期青铜容器常见觚、爵、斝稳定的成套

组合，并在较高级别贵族的墓葬中使用多套组

合

[23]

，青铜器作为礼器的器用方式

有一定的原则性。 在装饰上，大部

分青铜容器都装饰兽面纹，装饰的

复杂程度和器类、器形以及年代早

晚成正比。 在铸造技术上，几乎所

有青铜器器表光洁，不同类别的青

铜器合范技术基本定型，能够处理

提链、附耳等铸接技术，工艺及其

手段基本成熟

[24]

。

二里头文化的情况大大不同。

二里头文化一、 二期主要使用锥、

刀等器形简单的红铜器，第三期才

开始出现青铜容器，第四期爵等容

器才多见起来

[25]

。 二里头合金性质

的青铜器还主要限于容器。 可见，

二里头文化较早的一、二期和较晚

的三、四期青铜器，发展水平明显

处于不同层次，二者具有不同的阶

段性。 也是在二里头文化晚期，随葬铜器的墓

葬仍然少见，一座墓葬极少见两件或以上青铜

容器。 随葬青铜容器的墓葬伴出玉器、绿松石

牌饰等高等级礼器，可知这些墓葬社会等级很

高。 换言之，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容器在当时

贵族社会中是罕见之物。 这些青铜器少有装饰，

器表较为粗糙，同类器器形差异较大

[26]

，说明制

作容器的范型技术尚不稳定。

图三 郑州商城出土青铜炊器

1. 鬲（C8ⅡT166M6 ∶ 1） 2. 鼎（87C5M1 ∶ 4）

■ 论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的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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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具有不少接近二

里岗文化晚期的特性。 在器类上，如表一所示，

爵等酒器最为常见，较高等级墓葬青铜礼器由

食器和酒器两部分构成。 爵、斝、盉等酒器器形

较为稳定，说明范型技术已较为定型。 目前所

见这一时期容器均为三足器，铸造范型都是从

三足处设分型面，三块外范和一块芯范为基本

范型。 同时，所有容器都施加纹饰，兽面纹开始

出现，且在西吴壁 M16、盘龙城杨家湾 M6 爵上

出现了此后成为主流的带状兽面纹。 二里岗文

化早期青铜器的这些特征，也是明显区别于二

里头文化青铜器的主要之处。

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也有一些特征接近

二里头文化阶段。 在器类上，爵几乎是随葬青

铜容器墓葬的必选器类，斝、盉等三足酒器较

为多见，但尚未形成稳定的组合形式，较高等级

贵族使用的青铜器数量还很少。 装饰上多使用

简单的细线线条，装饰效果缺乏作为礼器的仪

式感。 制作上鼎、鬲等器形不甚规整（图三），西

吴壁 M16鼎足为四棱形，延续了二里头 87ⅤM1

鼎足的原始性。 重要的是，这一阶段青铜器器

类仍然较少，说明青铜器生产尚未形成二里岗

文化晚期的规模。 因此，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

器一方面与其前后时期特征相关联，但在青铜

器的生产规模、作为礼器的仪式感方面，基本

上还停留在二里头文化阶段的水平，因此将二

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归入二里头文化晚期阶

段应该更为合理。

二里岗文化早期还和二里头文化一样使

用礼仪性陶器。 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饮食器

为主的陶器，钺、戈等玉器，嵌片组成的绿松石

器成为礼仪性器物的三个大类，并分别在二里

头文化时期得到了持续发扬。 其中，二里头文

化爵、盉等陶礼器制作精美，并经常与青铜爵

形成组合（表二），是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里岗文化晚期， 仿铜陶礼器虽仍有一定数量，

但几乎不再出现在墓葬中。 自此，青铜容器作

为礼器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并成为中国青铜时

代礼器的突出特征。 相比之下，二里岗文化早

期青铜器的类别和数量近似于二里头文化晚

期，青铜礼器的数量有限，陶质礼器仍然作为

补充与青铜器搭配。 由表一可见，盘龙城杨家

湾 M6 的陶盉、绛县西吴壁 M8 的陶鼎、绛县西

吴壁 M15 的陶爵，器形和质感都在表达青铜礼

器，属于仿铜陶礼器。 在器类上，这些陶器与青

铜器互补，形成完整的组合。 因此在容器类礼

器的构成上，二里岗文化早期仍然

延续了二里头文化晚期的模式。

三

前文所述宫本一夫等学者将

二里头 87ⅤM1 出土青铜器归属

于二里岗文化，是基于二里头文化

青铜器生产尚未形成三分外范的

范型技术。对于这一阶段的青铜器

而言，一些技术、器物等细节实际

上会影响对青铜器阶段性的认识。

在认定二里头 87ⅤM1 出土

青铜器属于二里岗文化阶段的论

证中

[32]

，宫本一夫比照的典型材料

是郑州商城北二七路 M2 ∶ 2 爵。

他认为该爵腹部以下采用了三外

范的铸造技术，并将其作为最早使

书书书

  

表二 二里头文化第四期青铜容器墓葬

及同出随葬器物登记表

墓葬 铜器 玉石器 陶器

75

Ⅵ

KM3 

爵

、

戈

、

戚

、

圆形器

3

圭

、

戈

、

璧戚

、

石磬

盉

84

Ⅵ

M6 

爵 柄形器 盉

、

圆陶片

84

Ⅵ

M9

爵

、

斝 柄形器

盉

2、

簋

、

高领罐

、

大口尊

2、

器盖

、

圆

陶片

3

84

Ⅵ

M11

爵

、

铃

、

牌饰

刀

、

圭

、

璧戚

、

柄

形器

3、

管状器

爵

、

盉

、

圆陶片

4

87

Ⅵ

M57 

爵

、

铃

、

牌饰

、

刀

戈

、

刀

、

柄形器

2、

其他小件

盉

、

簋

、

圆腹罐

、

盆

、

圆陶片

5

75YL

Ⅶ

KM7 

爵

钺

、

璋

、

刀

、

柄

形器

圆陶片

87

V

M1 

鼎

、

斝

、

觚

?

  

注

:

表中器物未注明数量者均为

1

件

, “?”

表示存疑

。

[27]

[28]

[29]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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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三外范范型的典型材料，说明三外范是二里

岗文化时期的典型特征。 不过，这件爵近于折

腹，形制并不早。 M2 同出的兽面纹觚、斝

[33]

，年

代也明确属于二里岗文化晚期

[34]

。实际上，即使

二里岗文化早期使用三外范技术，也未必能据此

将二里头 87ⅤM1出土青铜器划归二里岗文化。

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技术演进过程表明，

一种新的技术方式并不会遽然、 全面地出现。

三外范这样的革新性铸造方式，更可能是在不

同器类上先后使用，经过一个时期才成为主流

技术。 实际上，难波纯子已经指出，二里头文化

青铜器中，爵率先进行水平分范。 具体的做法

是在扁体的腹部使用二外范，腹下三足处使用

三外范

[35]

。 除难波纯子论文中举例的东京大学

博物馆藏爵外，在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展示的 87ⅥM57、84ⅥM6 两座墓葬出土的爵，

足与腹的交接处都不在一个平面，说明这些爵

有水平分范，腹下三足使用了三外范。 相信在

今后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中，还可能发现更多

类似三外范铸造的青铜器。 二里头 87ⅤM1 出

土的两件青铜器中， 只有斝明确为三外范铸

造，鼎的范型尚不明确。 这样的技术特性，应该

不能作为将其划归二里岗文化的依据。

鉴于青铜器从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岗文化

早期表现出的近似性，我们不仅不能单纯地以

使用三外范作为判断二里岗文化青铜器的标准，

甚至也不能根据类似二里头文化青铜器的器形

特征来判断单一青铜器的年代属性。 例如肥西

大墩子遗址出土的两件斝年代被判定为夏代

[36]

，

可能是因其器形有类似二里头 84ⅥM9 ∶ 1 斝

之处

[37]

。但这两件斝不仅已采取三外范技术，器

形也有类似二里岗文化同类器之处，判断其年

代应该审慎。

另外一个重要细节是觚类器。 在二里头文

化晚期到二里岗文化早期墓葬出土青铜器中，

不难注意到此后常见的觚在这一阶段还未出

现。 有学者已指出，二里头和二里岗文化时期

一些墓葬中出现的圆陶片， 是用于漆觚底部。

因此有些少青铜觚而有圆陶片的墓葬，原来可

能是有漆觚的

[38]

。本文表一、表二所列随葬青铜

容器墓葬，如郑州商城 C8M7、C8ⅡT166M6 以及

二里头 75YLⅦKM7 均出土圆陶片， 这些墓葬

都出土青铜爵， 可能存在青铜爵与漆觚的组

合。 使用漆觚的实例是西吴壁墓地，发掘简报

在 M16 随葬器物中虽然没有报道， 但在 M16

平面图中，第 11 号器物被标识为“漆觚”并画出

觚的轮廓， 不远处的第 1 号条形玉器则很可能

是与觚配套使用的“瓒”

[39]

。二里头文化墓葬中，

陶礼器也多为爵、盉而罕见觚，这一传统延续

到二里岗文化早期墓葬。 当时的器用方式可能

是陶或青铜的温酒器如爵、斝或盉，搭配作为

饮酒器的漆觚。

实际上，二里岗文化晚期偏早阶段，青铜

觚仍不多见

[40]

，比如属于二里岗文化晚期稍早

阶段的盘龙城高等级贵族墓李家嘴 M2 出土 4

件爵、3件斝而只有 1件觚。 不过该墓出土有两

个圆陶片

[41]

，如此李家嘴 M2 原来可能有 1 件青

铜觚和 2 件漆觚，与爵、斝形成多套酒器组合。

如果在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早

期阶段尚未开始使用青铜觚，则我们也要检讨

二里头 87ⅤM1 随葬青铜觚的可能性。 87ⅤM1

发掘简报描述，1987 年施工中发现 3 件铜器，

除鼎、斝各 1 件外，“另一件据当事人描述，当为

铜觚”

[42]

。 这一报道其后为不少研究者采信，形

成了较大的影响力。 现在看来，我们虽不能否

认二里头文化时期使用青铜觚的可能性，但在

确定的发现之前，还是应持审慎的态度。

综上所述，就青铜器发展的阶段性而言，二

里岗文化早晚两个不同时期应该分别划归青铜

时代不同的发展阶段。 二里岗文化早期更适合

图四 青铜盉顶部俯视效果的兽面纹

1.郑州商城C8ⅡT166M6 ∶2盉顶 2.盘龙城李家嘴M2 ∶20盉顶

■ 论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的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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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二里头文化晚期归为同一青铜器发展阶段，

这样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早期可称为

中国青铜时代的形成阶段。 在这一阶段，青铜器

生产成为重要的社会活动但规模有限， 高等级

贵族或许还未能拥有多件青铜器。 青铜器作为

礼仪性器物开始为贵族阶层专用，爵等酒器、鼎

等食器成为常规配置。 装饰越来越普遍并出现

兽面纹，块范法铸造的范型技术也趋于定型。 这

些特性也为其后阶段青铜器所共有， 因此该阶

段具有鲜明的开创性。 进一步来说，青铜器的制

作涉及远程金属资源获取能力和从燃料采备、

制范到浇铸等多门类生产技术， 青铜器的分配

还推动着社会阶层的分化。 考古学所见二里头

文化到二里岗文化阶段， 又是中原文化迅速扩

张和强盛，或者说是中原王朝崛起的阶段，这其

中，青铜器应该是最为重要的推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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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的阶段性

Study on the Phased Development of Bronzes of the Early Erligang Culture

Zhang Changping

The developmental phases of Chinese bronzes exhibit 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independent of

dynastic transitions and archaeological cultural periodizatio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Erligang Culture

spanned a considerable duration, leading to divergent scholarly interpretations regarding its stage of

bronze development. By examining archaeological units and associated unearthed bronzes from the early

Erligang contexts,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usage patterns of bronzes among the aristocracy of the time.

Compared with bronzes of the late Erligang Culture and the Erlitou Culture, the early Erligang bronzes,

while sharing some elements of both preceding and succeeding phases, remained largely at the level of

the Erlitou cultural phase in terms of production scale, ritual significance, and the composition of

container-type ritual vessels. Therefore, the early phase of the Erligang Culture and the late phase of

Erlitou Culture are more appropriately classified into the same stage of bronze development, thus

constituting the formative stage of the Chinese Bronze Age. Building upon this conclusion, this study

further argues that the discussion regarding whether bronze gu-goblet existed in the Erlitou Tomb

87ⅤM1 and whether the bronzes from this tomb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cultural phase of the

Erligang Culture requires more cautious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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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 L T U R A L  R E L I C S WENWU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M1006发掘简报

论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的阶段性

武威亥母寺新出西夏文雇工种田契研究

横水墓地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绛县横水镇横北村以北约 800 米处。

2004~200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M1006

位于墓地北部边缘，未被盗扰，保存较好，东侧陪葬车马坑 CH102。此

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葬具为一椁二棺，椁盖板上放置两辆车。墓

主为一约 40 岁的男性，头向西，仰身直肢。墓内殉 3 人。随葬器物共

1007 件，可分为铜、陶、玉、骨角、蚌贝器五类。铜礼器组合包括食器

三鼎、三簋、一甗，酒器二爵、二觯、一觚、一尊、一壶、一方彝、一

觥，水器一盘、一盉，其中 12 件器物有铭文。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

物特征、铭文等判断，M1006 的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晚阶段，墓主应是一

代倗国国君。此墓的发掘对于深入研究西周中晚期的葬制、器物组合及

倗国与芮国的关系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青铜器发展的阶段性具有独立于朝代更迭与考古学文化分期的特

点。二里岗文化早期延续时间较长，学界对这一时期青铜器发展阶段性的

认识多有差异。通过梳理二里岗文化早期具有同出关系的单位和青铜器，

本文总结出当时贵族的青铜器器用情况。与二里岗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

时期青铜器相比，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虽兼具前后两个时期的部分特

征，但在青铜器的生产规模、作为礼器的仪式感、容器类礼器的构成等

方面仍基本停留在二里头文化阶段的水平。因此，二里岗文化早期更适

合与二里头文化晚期归为同一青铜器发展阶段，从而构成中国青铜时代

的形成阶段。以上述结论为基础，本文认为二里头 87ⅤM1是否出土青铜

觚以及该墓出土青铜器归属二里岗文化阶段的论述仍需更为谨慎的判断。

2016~2019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武威亥母寺遗址进行了考

古发掘，陆续发现了一批西夏文文献。其中，01 窟出土的一件西夏文草

书写本（编号 2016K2∶46）保存完整。本文对该文献进行了录文、释

义和初步研究，判断其作于乾定四年（1226 年），性质为雇工种田契。

这件契约与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出土的另一件雇工契是目前仅见的西夏

文雇工契。通过对比这两件契约，本文揭示了西夏晚期农业雇佣关系、粮

食和布匹价格、铁钱面值和使用情况、违约款罚没府库等经济活动细节。


